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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明清贵州僧诗的特色
*1

杨锋兵

(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，贵州 贵阳 550025)

【摘 要】:明清时期贵州的僧诗创作在贵州佛教的发展、僧人内典与外学兼修的历史传统、弘法需要、重视经教

文字等因素的促进下出现了繁荣景象，现存灯录、语录、诗集 20 部，《黔诗纪略》、《黔诗纪略续编》、《播雅》三书

收僧诗 300 首，还有诸多僧诗散存于明清贵州 44 部地方志之中，是明清时期贵州的文化宝藏。明清贵州僧诗创作

的特色体现为揭示禅悟体验、描绘山居生活、反映地方战乱、抨击鸦片流毒等方面。促成此种特色的主要原因在于

传统的继承，本色的体现，以及时局之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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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时期贵州僧诗主要指此时期活动于黔地的僧侣的诗歌创作，包括僧人偈颂。僧人诗歌和僧人偈颂在早期有较严格的区

分，僧诗对偈颂无涵摄关系。如《瀛奎律髓》、《全唐诗》、《宋诗纪事》等均不收录僧人偈颂，惠洪《石门文字禅》虽有收录，

但单独编卷，以示与前编僧诗相区别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僧诗概念外延扩大，包含了僧人偈颂作品。孔凡礼《宋诗纪事续补》

增补的僧人作品几乎是偈颂，《全宋诗》亦将偈颂一并收入。故文中所指僧诗包括僧人偈语颂古作品。

一、明清贵州僧诗之发展繁荣

贵州僧诗明代之前偶有所记，明代逐渐发展，明末清初达到繁盛。促进明清贵州僧诗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
1.明清贵州佛教之发展。明清贵州僧诗的发展建立在此时黔地佛教发展的基础之上。明朝建立之初，太祖朱元璋针对西南

一带实际情况而倡导佛教，以期达到“化愚民，弭边患”的目的，明成祖在贵州设立僧纲司管理佛教事务，这一政策终明之世

未有改变。进入清代，如圣祖、世宗，承袭明代以来政策，尊崇保护佛教，使佛教在贵州的发展得到了有效的政策支持。

在朝廷的倡导下，贵州地方土司流官积极响应，“有明一代，贵州地方土司流官在贵州大兴佛寺数十座，遍及境内各府卫”
［1］
。

著名者如通化寺、水口寺、相宝山等，还有万历年间朝廷敕封的梵净山四大皇庵等。明代贵州信仰、支持佛教的官员亦较多，

如孙应鳌、郭子章、蒋杰、丘禾实等，为贵州佛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。清代贵州官员资助修建寺庙者亦为数不少，如王命来、

曹申吉、蔡毓荣、杨雍建等捐助开元寺、黔灵山、东山等寺院。

同时，佛教僧徒不畏艰难困苦，努力拓殖，以致“明季佛教寺院遍布黔中各地，举凡穷乡僻壤之地，深山大箐之中，人迹

罕至之处，皆有寺院”
［2］126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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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明末清初中原西蜀的战乱促成了高僧入黔。陈垣说:“明季黔南传灯之盛，故自有原因，一佛教复兴，二中原丧乱也，

二因缺一，不能成其盛。”
［3］29

总体而言，在佛教复兴风气的推动下，在中原西蜀战乱的影响下，大德入黔弘教，士大夫逃禅出家，使得高僧汇聚黔中大

地。检诸《嘉兴藏》，明清以来黔地高僧不下一百三十余位，“其人品学问、弘法业绩和佛学造诣，不仅彪炳黔省，冠映西南，

即与中原诸佛学大师相比，亦毫不逊色”
［2］208

。这些佛学大师以语录、诗歌等形式阐释佛教义理，促使了大量僧诗的创作。

2. 内典与外学兼修的传统。一般而言，佛教称自己的经、律、论为“内典”，而佛教之外的学问为“外学”，佛教早期曾不

允许僧众研习外学。后来僧团由于外学知识薄弱导致论辩失败，佛教才要求对落发的沙弥和新受具的比丘传授佛法知识之外，

还要讲授、诵读外道的学问。

明清时期，文艺经史诸外学也多为黔地僧人所研习。陈垣指出，明季之时，“不独文艺，即诸子百家杂学，亦当日禅门所尚”
［3］108

。斯时佛门研习文艺经史、诸子百家之风盛行，黔地释子概莫能外。

3.弘法之需要。佛教自印度传入后，弘扬佛法是重要任务。在此过程中，如何处理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。高僧

大德弘化一方，如果不能取得当地官员士大夫的支持，往往会步履维艰。

东晋道安法师有鉴于此，就处理弘扬佛法与国家政权的关系，提出了一项基本原则:“不依国主，则法事难立”。主张佛教

的活动要与国家政权建设相协调。佛教要服务于国家，服务于民众，以此争取国家政权对佛教的支持，从而建立起国家的权力

与佛教大众权力的良性互动关系。

道安这一基本原则，为后世所遵，尤其是宋代以来的佛教鉴于“三武一宗”灭佛之灾，对世俗权力依附紧密。宋僧赞宁说:

“教法委在王臣，苟与王者不接，还能兴显宗教否?”
［4］

赞宁将佛教的“兴显”与“王者”紧紧联系。同时，赞宁的具体行动也

说明了此事，“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，至佛像前烧香，问当拜与不拜，僧录赞宁奏曰:‘不拜’。问何故。奏曰:‘见在佛不拜过

去佛’”
［5］
。明僧元贤说:“唐以前，诸师称天子则曰檀越，自称则曰贫道。至宋，绝无此。”

［6］

佛法依赖王权，僧人结交士大夫，奔走于公卿之门，到宋代“他们不仅历游名山大川，还与士大夫们结友唱和，填词写诗，

鼓琴作画”。僧人们的诗文创作成为结交士大夫名士的桥梁。韩子仓曾言:“作诗文当得文人印可，乃不自疑。”
［7］

通过诗文唱和，

文人与僧人成为挚友的例子也很多。“是以习凿齿，道安以诙谐而伏之；宗、雷之辈，慧远以诗礼而诱之；权无二，复礼以辨惑

而柔之；陆鸿渐，皎然以诗式而友之。”
［8］

明清贵州佛教僧人除精通佛法之外，亦多与士大夫诗歌唱和，以便在弘化时获得支持。如山晖禅师:“自王公勋府而外，如

大中丞开少钱公，将军和甫杨公，侍御上林朱公，……争先倒履。于龙门、雍门、高蓝之间，三辟法坛，延师振铎。”(《山晖

禅师语录》)语嵩禅师与黔中文士王弘谛、刘兴侯、陈贵吾、胡德成等相游唱和，又与钱邦芑、郑逢元、吕大器、方于宣等南明

永历朝臣相交往，士大夫文士称颂语嵩，使语嵩便于弘扬佛法(《语嵩禅师语录》)。

4．重视经教文字。禅宗自唐宋以来独盛，尤其临济一宗遍布天下，棒喝交驰，相互勘验。然至元明以来很多禅师往往只注

重机锋棒喝，于经教语言文字却往往忽视，结果造成“云门、沩仰、法眼都绝，曹洞之存，密室传帕，临济若存若没，什百为

偶”
［9］
，可谓佛门淡泊，收拾不住。

紫柏真可是晚明振兴佛教的领袖式人物，他认为禅的精神寓于语言文字之中，并借语言文字得以流传，所以必须注重语言

文字。在紫柏真可的提倡下，重视经教文字被晚明禅门所认可，流风所被，远及滇黔。如《梅溪福度禅师语录》中说:“王舍城

之结集，将以破愁闷于诸天，亦悲悯之方便耳。……所谓一千四百部不为多，一句也无不为少。”认为佛教语言文字是方便法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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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可缺少。清末高僧了尘十分重视经教文字，“只身入蜀，于合江法王寺受具菩萨戒，请发全藏而读之。”(《贵阳高峰了尘和尚

语录》)黔中禅僧受重视经教文字之风的影响，以语录文字作标月之指，传达禅理，促进了明清时期贵州僧诗的创作。

在上述诸因素的综合影响之下，明清时期贵州僧诗出现了创作上的繁荣。各家语录诗文卓然可观，较量诸省，不相上下。

民国《贵州通志·艺文志·释家类》记载，贵州僧人有灯录、语录 30 种
［10］

。参诸《嘉兴藏》等可知，明清贵州有僧人语录 41

种，诗文集 15部，但部分散佚不存，目前所存明清贵州僧人语录诗文集有 20 部。《黔诗纪略》、《黔诗纪略后编》、《播雅》三书

共收录僧诗 300 首，同时还有部分僧诗散存于明清贵州 44 部地方志之中，亟待发掘。

二、明清贵州僧诗的特色

从僧诗整体发展的历史来看，唐宋与明清之际是僧诗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。僧诗创作在唐代的繁荣出现在中唐以后，刘禹

锡《澈上人文集纪》中说江左诗僧:“灵一导其源，护国袭之。清江扬其波，法振沿之。如幺弦孤韵，瞥入人耳，非大乐之音。

独吴兴昼公，能备众体。昼公后，澈公承之。”
［11］240

刘氏推崇皎然诗歌能备众体，其后灵澈继其遗风。皎然之外，中晚唐僧人能

诗者有贯休、齐己，但后世评价不高。宋人叶适曾说:“唐诗僧，自中叶以后，其名字班班为当时所称者甚多，然诗皆不传。……

陵迟至贯休、齐已之徒，其诗虽存，然无足言矣。”
［12］425

范晞文在《对床夜话》中说:“唐僧诗，除皎然、灵澈三两辈外，余者率

皆衰败不可救，盖气宇不宏而见闻不广也。”
［13］

刘禹锡亦曾概言唐代僧诗之特色:“自近古而降，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相踵焉，因定而得境，故翛然以清。”
［11］394

他认为唐代僧

诗有“清”的特色，这一特色源于佛教三学之中的“定”，即专注于一境的禅定状态，因定得境，故诗歌意境以清为主。

入宋以后，僧诗创作先有九僧。因其生活环境等所限，多写山野景致，“其诗专工写景，又专工磨炼中四句，于起结不大留

意，纯是晚唐习径，而要柢浅薄，门户狭小”
［14］1716

。同时，九僧学习贾岛推敲字句，创造一种清境，“此九人诗，皆学贾岛、周

贺，清苦工密”
［14］1718

。

九僧之后，道潜多写山林野鹤，四时物序。张耒说:“吴僧参寥者，潇洒出埃尘。诗多山水情，野鹤唳秋旻。”同时，其诗

亦多田园题材，造就平淡自然的田园气息，颇得苏轼赏誉。

明清黔省之外的僧诗创作以山居诗和倡导禅净合一为主题。山居是佛教的传统，山居诗的写作也是僧人的传统，如唐贯休

有山居诗 24 首，宋永明延寿有 69 首。进入明清，此传统亦得延续，清珙有 183 首，憨山德清有 91 首，天隐圆修有 80 首，汉

月法藏有 40 首，并有《高僧山居诗》及《续编》等刊刻印行。此外，“四大高僧”诗文创作倡导禅净合一，特别是袾宏积极提

倡“禅宗净土，殊途同归”的思想，以期达到“禅者净土之禅，净土者禅之净土”，亦如明本在《怀净土诗》所言:“禅外不曾

谈净土，须知净土外无禅。两重公案都拈却，熊耳峰开五叶莲。”
［15］

相较而言，明清贵州僧诗在主题上有对传统的继承，同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1. 揭示禅悟体验。历来僧人常以诗歌表达自己的禅修经验，明清贵州僧人继承了此种传统，其创作主题之一便是揭示禅悟

体验。

见性成佛是禅宗的终极关怀。禅宗认为本心圆满澄明，以般若智慧觉知本心，彻见本源，即是见性成佛。禅宗参悟，时时

刻刻以明心见性为念，其公案机锋、语言提撕、诗歌偈语都指向本心本性，认为只要认识到本来面目，就是了悟本心本性。

本心本性清净无染，但随着相对意识的产生，受情尘欲垢的翳障，迷失了本心，失落了本来面目。本心的迷失就是学人不

能够观影知非、观色知空。语嵩《答天虞郑居士》写道:“镜花水月草头霜，梦里登楼作戏场。”灵隐《牧牛颂》说:“山迷迷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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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迷迷，拨草瞻风已觉迟。深慕牛儿难觅迹，几回惆怅过前溪。”了尘《寻牛》写道:“无端牛在更寻牛，寻到云林乱岭头。石

滑不妨遭绊跌，欲归白惹一场忧。”本心人人具足，但由于迷己逐物，心牛失落，离开了精神家园。拨草寻牛，就是寻回失落的

本心。但心牛难觅，以至山迷迷处水迷迷，深慕牛儿难觅迹，寻牛者精疲力竭，但也难睹其踪迹，惆怅不已。

禅宗认为，要获得开悟，必须超越各种对立，即要歇却妄念，断尽妄想，从而明心见性，彻见本来面目。廓庵和尚曾以“骑

牛归家”象征开悟，比喻乘驯服的心牛回归精神家园。黔僧有不少描写“骑牛归家”的作品，语嵩《牧牛颂》:“一声短笛落梅

花，牛背童儿得意赊。曳转鼻头忘水草，扬鞭步步尽归家。”丈雪《骑牛归家》:“纤月如银烛万松，横吹觱栗满溪东。而今骑

入深村里，万紫千红一曲中。”学人通过寻牛、见迹、见牛等一系列修持，终于使心灵脱离妄想的羁绊，心牛驯服，人牛合一。

心牛被驯服象征妄想被调伏，本心清明澄澈，充满喜悦，犹如天真的牧童，笛横牛背，骑牛归家。

2. 描绘山居生活。明清黔省僧诗创作，第二个主题是描绘山居生活，这也是对僧诗创作传统的继承。

僧人住山修行，山中所见，往往不过清泉、白石、长林、丰草，故而睡觉吃饭、煮茶品茗、闲观山景等日常生活常常出现

在诗歌中。

无事而眠是僧人描写山居生活诗歌中常见的镜头。山中僧人或因山行困乏，倒头便睡，或因清闲无事，一枕松风，其中的

安闲自适，令人向往。敏树《山居》写道:“安贫守道乐心田，破衲和云枕石眠。”山中生活可谓简单，但作者随缘自足，无欲

少求，故而能够乐在心田。一领破衲，伴着清风白云，倚石而眠。赤松在《和纯乾道人韵》中写道:“满月照山楼，倦眠枕石头。”

夜晚时分，诗人倚石而眠，天空一轮明月映照山中竹楼，地上树影婆娑，空中圆月正是诗人圆满的自心。莲月《夜郎山寄素怀

禅友》写道:“潇洒不知尘世事，绿萝白石枕红霞。”山居之人，去除了生命的焦渴，明月绿萝，澄明幽静，清澈无染。僧人山

中所食，或为碧藕，或为紫芋，或为黄花，或为青葵，均是山中所产素物，凸显了诗人生活淡泊，有了此种淡泊心境，一切世

间名缰利锁、富贵荣华均不为所动。

山居生活之中，煮茶品茗也是僧人诗歌当中常见之事。丈雪写道:“藩篱不设随来往，淡淡烹茶煮瀑花。”厂石:“客来敲冰

煮茗，客去雾敛山开。”茶和佛教之关系后世概括为“禅茶一味”，吃茶对于禅僧而言是日用功课。品茶，先苦后甘；参禅，在

生死轮转中寻求彻悟解脱。品茶，目的是暂时放下俗事，在一盏茶的工夫里品味悠然的心境；参禅，无非是“放下着”、“吃茶

去”，在顿悟的一瞬间笑指白云。

此外，山中景致也往往形诸僧人笔端。僧人常住山中，一草一木，一鸟一虫，常常现诸眼前。春日到来，柳绿花红，玄猿

抱子，青鸟弄花，触目皆真。月圆之夜，光鉴万川，人月两忘。自然四时之景，各具情态，山中一草一木，尽显本真。无情有

佛性，山水悉真如，自然界的一切无不显现出活泼的自性。这些原真的呈现，不假推理，无需干预。

僧人将禅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，生活中所具有之根本心，见于平常喝茶、吃饭、睡觉、观景之中，皆与道为一体。平常之

事蕴含佛法，也就是禅宗著名的“平常心是道”。平常心就是日常的行住坐卧，就是饥餐困眠，就是热时取凉，寒时向火，渴时

讨水的自然生活，是本来清净自性心的全然显现。山中生活只是一种形式，明道才是目的。

3.反映地方战乱。明清贵州地方战乱也常现诸僧人笔下，这是明清贵州僧诗的一个新变。

明清之际的丈雪避乱至遵义，住龙兴禅院，在诗歌中记述了当时川黔兵乱的惨状。他在《避兵有感》中写道:“烽火惊人地

屡迁，数峰猿鸟冷相煎。溪边红浪多应血，天末乌云半是烟。满肚愁肠如石转，一条穷命似丝悬。虽无十住安身术，幸有芒鞋

脚底穿。”诗歌中的“烽火”指的是孙可望、李定国攻占云贵的战争。公元 1646 年，清军大举入川，张献忠战死于川西凤鸣山，

孙可望与李定国等率大西军余部南下攻占云贵一带，一路攻克遵义、贵阳，进据云南。战乱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痛苦，百姓或遭

屠杀，或四散迁移，丈雪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战乱带来的灾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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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73 年冬，吴三桂叛清，贵州省城失守，巡抚曹申吉被俘，后于昆明双塔寺遇害。赤松和尚在曹申吉逝世之后写道:“报国

期致身，耿耿丹心热。偶罹豺虎乱，诱执凡百折。砥柱不可移，守义心如铁。不敢怀二心，借口豫让烈。岂不思旧发，慷慨以

自决。存身将有待，欲以恢大业，所事已垂成，宁虑祸机泄。一死酬君亲，日月同昭揭。”诗歌立足于曹申吉宦迹，高度评价了

他舍身为国的事迹，认为其慷慨义气可与日月同辉，可与天地同在。

4. 抨击鸦片流毒。晚清以来，鸦片流毒海内，严重败坏社会风尚，摧残百姓身心健康，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。鸦片流

毒甚广，从王公大臣到平民百姓，吸食者日众，军队吸食鸦片，失去作战能力。鸦片毒害也出现在了清代黔省僧人的诗歌之中。

了尘在《劝戒洋烟》其二中写道:“洋烟古号米囊花，园圃虽裁但赏葩。熬汁一朝传外域，流香千古陷中华。风门火路闻银

哭，雨夜床行听妇嗟。孽鬼不知收几许，鸩烧今已遍天涯。”鸦片早期在园圃中种植，目的在于观赏。但其经过加工熬制并传入

我国之后，吸食鸦片造成灾难，中华大地陷入危机。又其十五写道:“天罗账内美人妆，斜插芙蓉倒挂枪。破敌无他心上瘾，杀

人有术腑熏香。许多士戍床边锁，不少将军阵里亡。问谁欲以亲身试，析骨挑来仔细尝。”此诗讽刺兵卒将帅沾染鸦片毒瘾，出

战无力，防守无心。兵卒将帅手持烟枪，斜卧烟榻，浑然不顾身份，纵有杀敌报国之心，烟瘾一起，壮志全无，战场之上，也

必是有去无回。又其二十九写道:“几茎枯骨瘦如柴，瘾逼拼将一命挨。畏借亲朋常闭户，惧偷妻子秘藏钗。营来彘食充羸腹，

卖到鹑衣露丑骸。漫谓人穷情面在，身亡自有阖街埋。”此诗将描写的重点放在吸食鸦片者的形象上。因为长期吸食鸦片，吸烟

者骨瘦如柴，衣不蔽体，靠乞讨度日。烟瘾发作，只能到亲戚朋友家借贷，但亲朋“畏借”，门户紧闭。自己妻子怕其把发钗偷

去变卖吸烟，故而秘藏发钗，真可谓因吸烟，借无可借，卖无可卖。

了尘所处时代，正值内忧外患之世，其倡导净土法门，为社会所广泛接受，皆与此背景有关。他怀抱人间净土的理念，激

烈批判社会的弊端，以期践行自觉觉他的大乘菩萨行，时人曾称“了尘不了尘”，亦非戏言。了尘宏广之大乘悲愿，强烈之救世

深情，勇猛之菩萨精神，抨击鸦片流毒，展现了其时黔僧为弘法、为济世、为救民而付出的努力。

三、明清贵州僧诗特色的形成

明清贵州僧诗创作有对前代僧诗创作的继承，同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。他们或揭示禅悟体验，或描绘山居生活，或反映地

方战乱，或抨击鸦片流毒，此种特色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:

1. 传统之继承。明清黔省僧诗的内容中揭示禅悟体验，继承了前代传统，并常用“闲”这个字眼表达悟道后自由解脱的境

地，同时使诗歌呈现出一种淡泊自由的特征。如敏树《山居》:“闲来兀坐青松下，笑看白云去复还。”他在诗中展现出一种悟

道后的自由，独坐青松之下，笑看白云往还，通透自在。梅溪写道:“不钓誉，不沽名。闲看山色，静听泉声，半肩破衲补云轻。”

(何素懦《黔灵山志》)黔僧诗中的“闲”绝非整日无所事事，而是一种悟道之后的满足状态，一种自由解脱、无所束缚的境界。

“闲”的特征体现的是临济宗“无事是贵人”的思想。“有求皆苦，不如无事”。因为“无事”，故而自性圆满，与佛无别，

饥餐困眠，无需造作，本来现成，无需外求，使内心休歇，从而自由洒脱。

2.本色之体现。“山中之文，不过清泉、白石、长林、丰草耳!然出之锦心绣口，掷地皆成金石。故其文，语语尽道山灵本

意”(何素懦:《黔灵山志》)。作为僧人，他们的日常生活及修行方式决定了他们诗歌的特色。

《六一诗话》中记载善为词章的进士许洞:“因会诸诗僧，分题出一纸约曰:‘不得犯此一字’。其字乃山、水、风、云、竹、

石、花、草、雪、霜、星、月、禽、鸟之类。于是诸僧皆搁笔。”
［12］266

许洞请僧人们赋诗，但却要求僧人的笔下不得出现风、云、

山、水、月等字眼，最终“诸僧皆搁笔”，在于僧人作诗之时不得不犯所约之字。这归根于僧人们生活范围有限，可选择的诗料

少。明清黔地僧人亦与故事中所载的情况相仿。敏树《山中吟》写道:“竹隐幽栖地，白云常自连。”性莲《夜酌朱氏花园》:“一

丛花放一樽开，酒未酣时月已来。”此类诗歌数量很多，可以看作一种诗材选择的延续，其最根本的原因当然在于僧人们生活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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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相对狭小，所见无非清泉、白石、长林、丰草，容易营造出一种清淡的风格，从而影响他们诗歌的整体风格趋于清淡。

周裕锴说:“僧诗的各种意象前面，除了白云、碧潭这类意象带着冷色调的‘白’、‘碧’颜色词外，再也难以找出其他鲜艳

的词汇。”
［16］

此语虽指唐宋时期的僧诗，但同样适用于明清黔省僧诗。僧人们以隐居修行生活为主，追求一种平淡自然的生活方

式和万虑静寂的内心体验，同时更追求一种平淡的心境和禅境，而冷色调的词汇往往易于促成此种平淡心境，促使诗歌形成清

淡的这一普遍且必然的风格，可以说是明清黔省僧诗的本分家风，是其本色所在。

3.时局之影响。“明末永历之世，滇黔实当日之畿辅，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。”
［3］2

南明王朝驻跸贵州，引发清廷围攻，随后

孙可望、李定国围攻贵州，贵州战乱频仍。随后又有吴三桂叛清，贵州再陷战乱。特别是清代中后期，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

下，贵州爆发了空前的各族农民大起义，在兵燹战争的影响下，境内佛教寺庙被毁甚多。“据道光《贵阳府志·祠宇副记》和道

光《遵义府志·寺观》载，道光时，贵阳地区有佛寺 200 余座，遵义地区有佛寺 300 余座，至‘咸同之乱’后，均所剩无几。”
［2］

405
连续的战乱致使民生维艰，僧人的生活亦常被战乱所迫，故而在诗歌中出现了“烽火惊人地屡迁”的流离之景和“一条穷命似

丝悬”的惨烈现状。

此外，道咸以来鸦片之祸流毒中国，黔中之地概莫能外。鸦片流毒使得国家财政枯竭，国库空虚。兵卒将帅沾染鸦片毒瘾，

出战无力，防守无心。普通百姓更是为之倾家荡产。黔省僧人有鉴于此，从佛教大乘悲愿，救世深情出发，用诗歌的方式强烈

抨击鸦片流毒，为贵州僧诗增添了新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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